
路鹏程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为 2016 年度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近代新闻记

者职业生涯研究（1912-1937）——基于工作社会学的视角”（项目批准号：16YJC860012）的阶段性

成果。

民国时期，记者是最早呼吁创办新闻高等专业教育的鼓吹者。他们

早在 1912 年中国报馆俱进会召开的特别大会上就倡导设立新闻大

学。但是，这一公决通过的提案不仅因中国报馆俱进会经费匮乏自行解

散遂无着落， 而且揆诸民初报馆普遍入不敷出、生计艰难的经济状况

其实亦无力落实（郭步陶，1937）。兼之，当时凤毛麟角的中国大学尊崇

德国大学的知识精英主义办学方针，重视基础研究，轻视职业教育，先

后担任教育部长和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指出，“文、理，学也”，“法、

商、医、工，术也”，“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

【本文提要】 民国时期，报界与学界携手聚合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多重

资本来发展新闻专业教育。在此过程中，新闻记者与新闻院系的各类资

本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和增值。但是，由于学界过于依赖报界存在结

构性缺陷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导致新闻院系在大学体系之中沦落为

一个资本薄弱、位置边缘，与主场域结构结合松散的次场域。而在南京

政府对报界和学界的严厉规制之下，新闻院系这个次场域变得更加飘摇

和逼仄，新闻教育发展缓慢而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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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蔡元培，1984），在“法、商、医、

工”之中都叨陪末座的新闻学，根本不入大学

主政者的法眼。即使是当时的大学生大多也颇

为鄙薄新闻学。1915 年，在清华学堂读书的

吴宓计划赴美留学专攻新闻，他的同学都不赞

成，他的父母戚友也“皆以余之决定为误”（吴

宓，1998a：511），甚至抵美后他的导师白璧

德和畏友陈寅恪等“均深鄙报业之一途，而劝

宓专学文学，以‘评文者’Critic 自期”（吴宓，

1998b：91）。

新闻记者创办新闻大学的梦想真正得以

实现，端赖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高等教

育系统的快速增长和蓬勃发展。1920 年，中

国有 11 所大学，到 1930 年上升到 59 所，学

生人数从不足 500 人增至 3.4 万人（叶文心，

2012：114）。与此同时，大专院校，特别是

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以下简称私立大学）热

衷创办投资少、好就业、名目时髦，极易吸引

广大学生的应用型文科专业，这才使新闻专业

流行开来。恰巧此际，美国大学理念在中国的

兴起与传播给予新闻专业跻身大学以合法性和

权威性（陈平原，2016：19-64）。这时“执

中国高等教育牛耳”的蔡元培游美归来也转变

观念，开始接受美国大学“凡有用学问，如新

闻学等，大学都可收入”的治校思想（蔡元

培，1984：65）。1918 年北大创设新闻学研究

会，“是为我国大学中有新闻学之始”（邵飘萍，

1987：600-603；邓 绍 根，2015）。 从 1921

年秋，中国第一所高等新闻院系——圣约翰

大学报学系成立（周婷婷，2017），至 1937

年 7 月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全国先后共创建了

16 所新闻院系，其中 11 所为私立大专院校所

创建。如果考虑到教会大学也是来华西人创建

的私立大学，那么中外私立大专院校共创办了

14 所新闻院系，构成民国新闻教育的主体。

藉此可见，新闻教育的诞生与其说是来自

新闻业的鼓与呼，不如说是来自高等院校自身

进行再生产的迫切需求。但是，新闻教育的发

展壮大离不开学界和报界的密切合作。

一

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新闻院系经费紧张，

师资匮乏，大多因陋就简，仓猝办学。即使最

负盛名的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其初创时期“经

费之缺乏，设备之简陋，说起来真也可怜！”（马

世淦，1930）至于顾执中的民治新闻专科学

校、成舍我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尽管在新闻

史“层累地造”的论述中赫赫有名。但是，正

如当时在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读书的林海音回忆

所说：“一个初办只有百把个学生的北平新专，

在那古城中的千百所大中小学校中，真是微不

足道的一个”（林海音，1998）。而民治新闻

专科学校因财务、设备和师资各方面均达不到

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办学标准，在南京政府时期

始终未能获准立案，以致被上海势利的小市民

刻薄地目之为“野鸡学校”（顾执中，1987：

338）。

面对人财物俱绌，私立大学的新闻院系迫

切需要聘请新闻记者兼任大学教师。新闻记者

出任教职，既充实了师资队伍，又能给学生提

供在业界实践实习的机会，并且相对专任教师

而言，兼职教师薪资低廉还可节省学校开支，

可谓一举三得。当时 11 所私立大学的新闻院

系不仅全部聘请新闻记者兼任教职，而且其中

有 9 所新闻院系由兼任教职的新闻记者担任科

系主任，没有聘用任何专任新闻专业教师。即

使资金充裕和条件优渥的教会大学新闻院系也

注重与新闻记者的密切合作，燕京大学新闻系、

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专修科广泛邀请京沪中外

知名大报的精英记者兼任教职。报人独立创办

的新闻专业院校，充任教职的新闻记者则更多。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专业教师不是顾执中的同

事，就是顾氏在报界的好友。北平新闻专科学

校的教师队伍，基本就是世界报系的同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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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院系聘请的兼职教师几乎都是大报大

刊的社长、总编、主笔，以及知名记者， 他

们的本职工作原本极为繁忙，要在紧张的工作

之余还能挤出时间风尘仆仆地去那些地处荒郊

僻野的大学上课，无论能力与精力对记者都是

极大的挑战和考验。这从 1931 年时任《时事

新报》通信部主任，兼任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教

授黄天鹏紧张忙碌的日程中即可见一斑。黄氏

说他每天在“报馆从黄昏到早晨二三时才回来，

上午差不多在睡觉，下午一三五要到大学去

教书，二四要到机关去作值日办公，星期六日

有许多应酬约会。还有许多事要办。总是在忙

中偷闲做的”（增扬，1931）。尽管新闻记者

人数众多，但是能跻身大学讲台兼任教职的精

英记者少之又少， 所以许多知名记者都是在

多所新闻院系兼职，东奔西走，异常忙碌。可

能其中最忙碌的要算张友渔了。1931 到 1932

年，张友渔在《世界日报》担任主笔期间，在

北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燕京大学等

校兼任教授，同时还在民国大学担任新闻系主

任，此外又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左翼文化

运动。他当时“每日过着三起三眠的生活。早

上七点钟起床，午后一二点钟睡午觉。晚饭后

八点来钟睡到十点左右去报馆，天亮回家再睡

觉” （张友渔，1982）。

面 对 竞 争 激 烈 的 教 育 市 场（ 叶 文 心，

2012：115），私立新闻院系将兼任教职的知

名记者视为藉以大做广告、树立声誉、招徕

学生的重要象征资本。上海商学院新闻专修

科的招生广告宣称：“该科系由新闻学专家主

持，所聘讲师，均于报界服务有年，经验学

识，两皆丰富，功课及管理，力主严格。务令

学者于两年修学期中获得报业之基本知识及精

良技术，足以应世实用，为社会服务”（申报，

1933）。有些学校不仅大张记者其名，而且渲

染记者其事，营造出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学而

不厌、一派教学相长的氛围。如南方大学广告

式的新闻说：“延留美报学专家汪英宾硕士主

其事，由报界戈公振君为教授。自开课以来，

学生专攻报学者颇踊跃，戈教授见青年对于新

闻事业之有兴味，昨特各赠时报纪念册一本，

并与学生合摄一影以留纪念”（申报，1925）。

甚至还有学校在招生广告中露骨地宣扬兼职任

教的新闻记者，“具有介绍毕业生工作之能力

云”（民报，1933）。这些广告大多过于理想化，

甚至有的夸大其词、弄虚作假，但恰是这些夸

张的辞藻、浪漫的想象最容易点燃年轻人向往

和追求新闻专业的梦想与激情。新闻变成大学

里最受青年人喜爱和追捧的学科之一，恐怕与

此不无关系（司徒雷登，2010：66）。

二

民国新闻院系的通识性课程一般由大学专

任教授讲授，新闻专业课程则主要是记者兼任

传授。记者将其在长期辛苦实践中积累起来的

鲜活精湛的采写编评以及经营管理技能倾囊传

授给学生。新的知识形式也需要新的教学方法，

兼任教职的新闻记者作为大学体制的局外人又

不必拘守陈规旧俗，所以，他们在授课时强调

做中学、学中用、用中通、理论实践并重。黄

天鹏在复旦大学讲授《报馆组织》时，创办了

一份小型报纸，“使同学们取得办报的经验与

常识，同时，也可趁此机会来练习，预备将来

供职国内各大报馆里的应用”（彬，1930）。萧

乾回忆斯诺上课方式与众不同，“他不大喜欢

‘先生讲、学生听’的教授法。他希望大家都

发言，让这一课成为讨论会”（萧乾，1992）。

张季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新闻讨论会的讲

座中指出，采写编评知识和技艺“只是做记者

的工具，不是所以做记者的根本”，“做记者的

根本”是新闻职业道德（张季鸾，1938）。这

是民国报人的普遍共识。戈公振也谆谆教诲复

旦大学新闻学系的学子们：“新闻学的主要目

的，不是使人学得实用的职业，是给他一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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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上的立脚点，指明他能够站在应该站的地方”

（戈公振，1929/2010）。知识和技能可讲授，

但道德和伦理主要靠熏陶。那些不畏强权、为

民请命的记者本身就洋溢着可歌可泣的道德风

采，其风骨风范就是新闻学子追摹的楷模，所

以，当他们现身说法、言传身教新闻道德时，

对学生别具说服力和穿透力。一生“坐牢不下

二十次，报馆封门不下十余次”的成舍我（成

舍我，1945），其人格道德就深深印在北平新

传许多学子的心头，成为他们“一生的老师”（林

海音，1998）。

新闻学子从学新闻记者，在耳濡目染之中，

或刻意模仿，或潜移默化地习得了记者的格调、

风度与品位。张友鸾作为邵飘萍在平民大学报

学系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他常提起邵飘萍，“先

生很潇洒，经常身着讲究的绸长衫，翻出两只

雪白的袖口。吸的香烟都是订制的：每支上印

有‘振青自用’烫金的字样”（张恬，1990）。

张友鸾继承了邵飘萍的风神，在张氏亲朋师友

眼中，他也是一派倜傥不拘、潇洒自如的名士

风度。 而在教会大学，“大多数中国学生群

体明显地带有受外国生活习俗影响的气质”（叶

文心，2012：47）。外籍新闻教授和外国驻华

记者不仅系统地训练中国学生研习西方新闻专

业主义的技能与伦理，而且也在朝夕相处之中

向中国学生灌输新闻专业主义背后所深蕴的盎

格鲁 - 撒克逊文化品位。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许

多学生都是斯诺家庭沙龙中的常客，品着咖啡，

听着音乐，在优雅的英美文学朗诵声中，他们

慢慢养成具有西方中产阶级色彩的文化情趣和

生活品位。

社会资本在新闻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不仅决定着记者职业成就的高低，而且还

影响着其职业生涯的长短。严独鹤在复旦大学

新闻学系的演讲中提醒学生，在采访之中，如

果缺乏社会资本“正式记者常遭挡驾，何况学

生”（严独鹤，1935）。在高校任教的精英记

者深明个中利害，所以他们大多热心帮扶新

闻学子积聚社会资本去新闻天地中施展拳脚以

搏个头角峥嵘。戈公振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兼

课时，积极引介年轻学子结识报界名流（成舍

我，1935；刘家林，1998）。徐凌霄将其平民

大学报学系学生的作品引荐发表在京津各大报

的副刊之上（徐泽民，徐步霄，2004）。1936

年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七人组成了绥远前线战

地调查团，获得《世界日报》社长、燕京大学

新闻系兼职教授成舍我的鼎力支持，《世界日

报》随后登载了九篇调查团采写的通讯报道（陈

封 雄，1985；周 游，1985）。1924 年 底， 当

时正在读大三的张友鸾与同学们组织文学社团

出版《文学周刊》，因为张友鸾是邵飘萍的得

意学生，“正是因了这一层关系”，《文学周刊》

得以附属在《京报》之下发行，扩大影响（张

恬，1990），一份学生刊物迅速成为文学史上

一面令人瞩目的旗帜。 

记者的社会资本在新闻学子就业中更是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30 年代，在高校快

速扩张之后，适逢经济衰退，“大学生就业困

难，拿到文凭而找不到工作的人比比皆是”（叶

文心，2012：124）。新闻学子毕业后，“闲散

没有去处的，也大有人在”（郭步陶，1935）。

新闻专业文凭，在就业市场上不仅不能对其

他学科高等教育文凭形成专业性竞争优势，甚

至面对中等教育学历似乎也不具有等级性竞

争优势。 当时，“考我国各地报纸所用人员，

来自新闻学校者，不足百分之一”（赵君豪，

1938：200）。以民国时期新闻专业化程度最

高，同时也是记者群体平均学历最高的《大公

报》为例，其在本研究时段招录了拥有大专以

上学历的骨干记者共 18 人，其中来自新闻院

系的仅 4 人，其他 14 人则来自文史哲，甚至

农学等各个专业。 在报馆的招聘考试中，很

多大学生名落孙山，不少中学生却脱颖而出。

如孙恩霖 1927 年考入《申报》，孔昭恺、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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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农、曹世瑛等 1928 年考入《大公报》，于

友 1935 年考入《立报》等等，此类案例，不

胜枚举。因此，在报界求职的过程中，新闻记

者的社会资本成为新闻学子的文化资本变现为

市场价值的关键桥梁。上海申、新两报是新闻

界的“金饭碗”，求职竞争极为激烈。邹韬奋

从名牌大学圣约翰大学毕业之际，想进入《申

报》工作都未能如愿以偿；而民治新闻专科学

校虽是上海的“野鸡学校”，但其毕业生陆怡、

刘斯达、耿坚白等不少人进入《新闻报》担任

记者，即端赖顾执中的力荐与奥援。谢六逸在

《立报》主编副刊时，提携其复旦大学新闻学

系的学生舒宗侨、熊狱兰加入《立报》（萨空

了，2000：46-47）。燕京大学新闻系则非常

感谢《大公报》的孙瑞芹和胡政之“对于帮助

新闻系学生到报馆就业，协助最多”（卢祺新，

葛鲁甫，1993）。

不仅记者个人热心利用其关系网络协助

新闻学子就业，而且新闻院系从组织层面也建

立起将记者社会资本转换为其学生社会资本

的工作机制，以便为学生毕业后能顺利进入各

大知名媒体铺就道路。燕京大学新闻系举办新

闻讨论会聘请报界名人演讲，除了增加学生见

识，另一重要“目的在联络感情”（柯善虞，

1935）。此外，其还邀请平津报界领袖成立学

系协助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与报界合作（梁士

纯，1936/2010）。在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

建立的新闻学科指导委员会，聘史量才为主

席，张竹平为主任，汪伯奇、潘公展、董显光、

严谔声、米星如为委员（胡道静，1935：74-

75），几乎将沪上知名新闻媒体老板悉数罗致入

内。其为学生实习就业拓人脉、拉关系，可谓

用心良苦、魄力宏大。功夫不费苦心人，这确

实有力地拉动了新闻专业的就业率。1934 年

燕京大学一份就业情况调查显示，新闻系当年

一共三名毕业生，全部顺利就业，从就业率

来说远高于中文（4/10）、英文（2/6）、历史

（0/9）、哲学（0/4）等其他文科专业（郭涛华，

1934）。

除了上述种种合作之外，新闻记者的牵线

搭桥还使新闻业界提供给新闻院系一定程度的

资金援助。顾执中创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时，

《新闻报》董事长福开森捐款 500 元，占学校

开办经费的三分之一（顾执中，1981）。《新

闻报》、《时事新报》、《大晚报》在沪江大学商

学院新闻专修科设立奖学金，“每名每年八十

元，奖给新闻学科学习成绩最优学生四名”（私

立沪江商学院，1935：43）。燕京大学新闻系

早期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美国，但是 1934 年

以后因美国经济萧条，其开始逐步转向寻求中

国报界提供经济资助（梁士纯，1936/2010）。

尽管当时新闻界普遍经济紧张，捐赠给新闻院

系的资金有限，但他们还是力所能及地给予新

闻院系教学场地、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料等等物

质援助。1931 年在张竹平主导下，《时事新报》

和沪江大学合作成立“新闻学训练班”，“时事

新报之办公室为讲学演习之所，以时事新报

同人为基本教师”（潘公弼，1936）。黄天鹏

将自己珍藏的图书资料赠送给 1931 年成立的

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研究室，共计二十五

类，一百多册，“其中甚多种类，为海内孤

本，搜集至不易易，殊堪宝贵”（复旦五日刊，

1930；彬，1931）。这对图书资料极度匮乏的

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复旦周

刊，1929）。《新闻报》的章先梅、郭步陶还

捐款资助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学生刊物《新闻学

期刊》的出版发行。

三

民国新闻专业教育可谓高校搭台、记者唱

戏。新闻记者撑起了新闻院系的半边天，对新

闻教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是，以往论者忽

略的是，记者也从中获得不菲的回报。

当时即使京沪知名记者，大多数收入并不

2021年 第4期（总第458期）| 69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 报海钩沉



高，不少人担负却甚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在高校兼职任教的月收入一般在 50-120 元之

间（陈育红，2013）。作为报界人均薪酬最高

的《新闻报》，从初级记者到资深记者的月薪

所得大致也在此范围之内。由此可见，在高校

兼课对记者来说，等于月加半薪，甚至月领双

薪，可谓补益匪浅。而对于世界报系这类报馆

来说，记者收入一般一个月只有十几元到几十

元，而且还经常欠薪，高校的兼职收入反倒高

于报馆的本职薪水。这或许亦可从一个侧面说

明张友渔为何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兼职数校。

相比于经济回报，轻财重义的新闻记者更

看重的是，高等院校，特别是知名大学，通过

加冕记者以教授头衔而赋予其终身享有的权威

性象征资本。记者是种职业名称，一旦职业更

替或技能衰退，则此职业称号不是贬值便是消

亡。如张季鸾所说：老记者“但如果不‘记’，

那不变成一个纯粹的‘老者’了吗”（徐铸成，

2010：95-96）。在近代社会，教育是最具有

权威的象征资本。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高等

教育更被高度神圣化和权威化，“教育界的人

物都是些知识阶级的领袖，是学术界与思想界

的泰斗”（陶孟和，1926）。因此，大学教授

头衔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它不仅是种职业

名称，而且变成一种大学制度化和礼仪化生产

的社会头衔，并且这种头衔，一旦拥有，便

终身享受，不受年龄衰老、技能衰退，甚至

世事兴衰的影响（皮埃尔·布尔迪厄，2004：

206）。新闻记者一旦跻身大学教授之列，即立

刻获得这种神圣化和权威性的象征资本，而这

种象征资本又放大了其原先所拥有的各类资本

的效益和利润，所以，记者多以荣膺教授头衔

为荣。当时是家庭教师，后来成为著名记者的

曹聚仁，初次在大学兼职做教授时，对微薄的

教薪毫不在意，他得意的是“总算做了教授了”

（曹聚仁，2011：194-195）。曹氏的心情代表

了那些没有留洋经历，缺乏博士头衔，亦无等

身著作的记者有缘跻身大学教授之列的共同心

态。这似乎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黄天鹏无

论多忙，只要有大学请他兼任教授，他总是来

者不拒。

再次，在高校文化资本再生产体制的严格

要求和巨大诱惑之下，新闻记者在从事新闻文

化资本生产之余，开始涉足学术文化资本生产，

并成为民国时期新闻研究的主力。尽管在高校

兼职之前，早有记者开始在报刊上就兴趣所及

即兴发表新闻论文，但是为实现培养未来新闻

记者的教学目的，以及为达到教育部和任教校

方相关教学规范的硬性要求，记者必须就特定

新闻领域或主题搜集丰赡详实的资料，展开全

面深入的分析，撰写出颇具体量的专业教材或

学术著作。 在撰写新闻专著的过程中，任何

严肃的新闻记者都努力超越新闻实践工作的琐

碎性和现实性，秉持批判性和创造性的研究精

神，建构具有相对抽象性、科学性的新闻理论

与知识体系，从而展示出新闻业更高尚的本质

性存在。正如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兼任教授的

《新闻报》记者郭步陶所说：“我们要能使新闻

事业日益发展，能有发明、著作。为新闻界放

一光辉”（郭步陶，1937）。从此，新闻研究

不再仅仅是一种流传于少数同好圈子之内的个

人兴趣，开始正式纳入现代学术生产制度之中，

并通过高等教育体系的大规模生产和再生产形

成前所未有的广泛影响。藉此过程，记者利用

其在业界积累的新闻实践文化资本，参与到高

等教育文化生产机制之中来产制新闻学术文化

资本，即利用既有文化资本再生产出增量文化

资本。

在新闻院系，学生不仅学习和继承老师所

传授的文化资本，而且也通过各种文化生产流

通方式反哺和增强老师的文化资本。学生们将

记者在高校课堂的演讲笔录成文，或发诸报端，

或结集出版，使这些原本随声即逝、听者有限

的文化资本得以刊诸文字、传播广远，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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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藉此才变成新闻学科的传世文献。此外，学

生们还在他们编辑出版的各类刊物上推广揄扬

那些来自业界兼任教师的学术著作，与记者共

谋生产共同的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黄天鹏在

平民大学报学系读书时，编辑出版《新闻学刊》

不仅得到许多兼课新闻记者的大力支持，而且

黄天鹏也积极发文褒扬他的师长们，比如盛赞

邵飘萍的著作“在新闻学上有不朽的价值”。

待到黄天鹏到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任教后，他的

学生们则在《复旦五日刊》上发表文章高度颂

扬黄天鹏的著作：“先生特本其十年之研究与

经验，发为空前之专著（即《新闻文学概论》——

引者注）。……故不特为有志新闻记者者所必

读，即一般爱好文艺之人士，亦为绝好之读物”

（复旦五日刊，1930）。学生们还在学术刊物

上组织系列文章讨论、揄扬黄天鹏的著作：“《中

国新闻事业》黄氏书中所搜集之材料，颇为丰

富，尤以论断精警，发前人所未言，极堪令人

钦服，而以独具只眼之精神，成此巨著，实予

新闻教育上一大贡献”（周立铭，1935）。另

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教会大学之中，中国学生

成为西方老师沟通中西文化的得力助手。斯诺

一直筹划将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到西方去，但是

苦于自己中文能力不济，对中国文学认识有限

而迟迟未果，恰是遇到萧乾并在他的鼎力协助

下，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

说选》才得以在英美出版，并得到西方文艺界

的热烈好评，为斯诺赢得“中国通”的称号奠

定下重要的文化资本（萧乾，2010：42-43）。

记者对学生不仅学业相传、德业相劝，而

且情谊相慰、恩义相结。正如时人赞扬复旦新

闻学系“师生的合作，亦较它系为强，因为谢

主任与黄天鹏诸教授，爱同学实不啻于手足、

子女”（彬，1930）。学生尊师重道，知恩图

报，师生之间亦师亦友，情义深厚。所以，不

仅记者热心给予学生社会资本，而且学生亦感

恩记者回馈以社会资本，甚至学生自身亦成为

老师的社会资本。张友鸾在邵飘萍的资助下创

办《文学周刊》附属《京报》发行之后，便动

用他的社会资本请来其老师郁达夫、徐志摩等

名家在周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张友鸾文学社团

的成员多为北京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又请各

自的名师赐稿，如鲁迅、周作人等。同时，文

学社团成员又凭借其关系网络聚集了一大批才

华横溢的文学青年给周刊供稿，如沈从文、石

评梅、王鲁彦等。正是在张友鸾的悉心经营下，

《文学周刊》成为“早期新文学史上具有重要

价值”的刊物，为邵氏的《京报》增色不少。

《新闻报》的记者背景极为复杂，顾执中指挥

不动，颇为苦恼：“当《新闻报》的采访主任

比当总编辑难，比当军队中的师长为难”，“要

指挥他们战斗，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顾

执中，1985：139）。当他将自己在民治新闻

专科学校培养的学生陆诒介绍进入《新闻报》

之后，后者就成为顾氏的心腹骨干，特别是在

遇到危险的采访任务之时，其他记者都退避三

舍，只有陆诒追随他迎难而上。

四

新闻记者与新闻院系的合作是相辅相成、

相因相进的双赢之举，但是，由于当时新闻教

育过于依赖报界，导致部分新闻院系的发展步

入歧途、步履蹒跚。

私立大学热衷创办新闻专业藉此生财，但

吝于投资发展新闻专业，不愿聘请专任教师，

过于依赖记者兼任教职。在当时 16 所新闻院

系，有 11 所没有聘请任何新闻专业专任教师，

甚至院系负责人都是新闻记者兼任的。民国时

期新闻院系不少，但大多旋起旋灭，其重要原

因就是没有专任教师。如果没有专任教师，即

使能聘请到叱咤风云的新闻记者，新闻院系

或许也会盛极一时，但不能持久，难免最终夭

折的悲剧。兼任教师多是报界精英和名流，他

们本职工作原本就十分忙碌，有时难免无暇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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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新闻院系的教学工作。圣约翰大学新闻学系

教授武道当时就敏锐地观察到，“凡是可以请

到学校担任功课的教授，时间表都只能排在下

午四时至六时之间。这个时间与大学里的课程

时间表不适合，而且读这种课程的学生，既已

上了一整天的功课，到那时大都已经没有精神

了，而且这类的报人往往又因意外的新闻工

作而缺课，亦或因交通不便而迟到”（武道，

1948/2010）。学生对此也意见极大，有学生

说：“我坦率承认，我反对兼任教授上报学课，

除了精力超人者外，十九不能忠于他的授课时

间表，如果经验不会说谎，我相信我的反对深

具理由”（余予，1948/2010）。记者兼任教授

原本流动性高极易去职，如果记者还兼职新闻

院系负责人，那么他一旦离开，凭借其各种资

本一手组织起来的业界兼职教师队伍和各类社

会资源也会随之而去，一个新闻院系即使不是

元气大伤，也会动荡不宁。国民大学新闻专修

科，三年三换系主任。最后一任，就是每日三

眠三起、身兼数职、异常忙碌的张友渔。按照

布尔迪厄的观点来看，“在任何特定时间，大

学领域的结构只是不同当事人之间权力关系的

表现”（波丢，2006：142-143，12-13）。这

意味着，新闻院系没有专任教师就无法以组织

化和制度化的形态嵌入大学体制之中，成为其

生产结构中不可分割的构成机体，更无法参与

到大学场域的斗争中自觉自主地去争取有利位

置和必要资源，只能困守在大学系统的底层而

难望出头之日，或者被动地接受大学为其安排

的命运，即其立废兴衰完全取决于校方有力人

士的个人意志或其他院系争权夺利后的现实残

局。所以，民国时期以记者兼任负责人的新闻

院系几乎都未能修成正果，其原因当然难以一

概而言，但是缺乏专任教师是其衰亡的重要原

因之一。在这种新闻院系读书的学生，深受其

害，倍感苦恼。有新闻学子无奈地感慨道：“假

如我再念报学系，我一定得选择这样一所大学，

它的主持人有办好报学系的决心，不随便设立，

不中途松懈，不随办随辍，他舍得花钱，用得

恰当，绝不吝惜”（余予，1948/2010）。

在高校兼任教职的新闻记者是民国新闻

著作生产的主体和主力，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

素的制约，特别是在忙碌的采写和教学工作

之余短时间内仓促成书，所以记者们撰著的

新闻研究论著不仅质量参差不齐，而且整体

来说粗糙浅陋，遭到学界和业界的深刻批评。

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指出，“在最近几

年来，关于新闻学或新闻事业的著作，也可

算不少，不过这些书籍大致都是属于普通介

绍的性质，不能作班上的课本之用”（梁士纯，

1936/2010）。而业界人士对此的抨击之声更

为尖锐和刺耳：“在书坊的出版物里，我们是

可以找到十种以上的新闻学的著作，但那些因

为都是偏于概论的，所以他的功效，也只能使

人除了知道‘新闻学’三字以外，就不能供给

我们对新闻学的更详尽的理论的与技术的诸

般知能之获得”（胡道静，1935：78）。揆诸

实际，虽然不能依批评矛锋所向一概否定当时

的新闻研究，但是批评所指的问题确实广泛存

在。以在民国新闻研究中“居了最高峰的位置”

的黄天鹏为例（增扬，1931），从 1929 年至

1932 年，他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任教期间，

共出版了 35 种新闻学著作，其中撰写、翻译

29 种，编辑 6 种（马光仁，2014：679）。如

此高产，其勤奋固然令人敬佩，但其品质亦

让人堪忧。当以传统学科的研究水准来审视

新闻论著时，即“从既成科学室的研究去观

察新兴学科（新闻学——引者注）之混沌的

形态和内容，会发现多少的缺陷、谬误和矛盾”

（任白涛，1941：2）。新闻学难免落入大学学

科等级的末端，成为“社会科学中间最落后

的一门”（施志刚，1948/2010），因而难以获

得其他学科知识性的承认，并在研究型的国

立大学中占据制度化的位置。这恰好印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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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初潘觉所观察到的情况，“现在我国

的新闻学系，都是附设在几个私立大学里面，

而国立和省立大学，几乎没有一个设新闻学

系的，这也许是一般教育家认为新闻教育在

现在尚不重要”（潘觉，1935/2010）。

一个学科的学术文化资本和其研究者的文

化资本，及其所培养学生的职业象征资本既难

解难分，又相辅相成。除了在教育背景、职业

状况和资历方面的巨大差异，新闻记者生性自

由无畏、浪漫不羁，而高校学者大多保守持重、

拘谨刻板，两者身处大学校园这同一场域，不

仅没有弥合反而加剧了由惯习区隔所产生的深

刻疏离和强烈敌意。吴宓所述可做一证，“诸

友之不赞成宓习报业者，盖以报业乃圆滑小人，

便辟邪佞之职事，宓才不足为之，故惟当研究

文学”（吴宓，1998b：91）。兼之，报业鱼龙

混杂，记者品类不齐，新闻行业的社会声誉褒

贬不一。这导致新闻学术文化资本在学界人士

冷眼漠视之中进一步贬值。1920 年代，教育

总长听说平民大学开办报学系，殊为不满：“办

报敲竹杠，也要公开传授吗？”曾下令取消（简

又文，2006：381）。著名学者钱鐘书即使在

虚构的小说之中，也不忘嘲讽一番新闻研究和

新闻学者。《围城》里那位不学无术却好卖弄

学识，并且品性卑劣充满“淫邪之相”的李梅亭，

就是“上海新闻研究所所长”。甚至徐志摩在

与胡适谈到邵飘萍被军阀杀害都充满调侃和讥

讽，“最近的消息，是邵飘萍大主笔归天”（徐

志摩，1926/2019：27-28）。 记者惨遭杀害

竟成为学者闲谈的笑料，可见学者对记者蔑视、

冷漠之至。也可能正是因此，国立北平大学请

成舍我去办新闻学系，成舍我“觉得就现在教

育界情形，要想在一个国立大学里面，试验我

们的理想，必然困难太多”，望而却步，知难

而退（成舍我，1935/2010）。

尽管教育场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它是按照

自身的运行规则通过与新闻场的合作来兴办新

闻教育，但是无论新闻场还是教育场，其运行

轨迹和发展方向都深刻受制于权力场的影响和

规制。 1922 年，北京国民政府放宽大学设立

条件，公私大学数量激增，由 13 所增加到了

51 所，5 年间增加了 3 倍（田正平，2012），

本研究中的 16 所新闻院系，其中 9 所是随着

这股兴办大学热潮而成立的。随着大学创立标

准的放宽和数量的激增，带来的是各类高校驽

骥争驰、泥沙俱下，引发社会各界普遍而强烈

的批评。“中国的大学教育机关，已成合股谋

利的商店；中国的大学毕业文凭，已成滥发贱

兑的钞票”（董任坚，1932：1）。待到南京国

民政府成立后，为控制高校数量和提升办学质

量，教育部开始对全国高校进行全面而严厉的

整顿，取缔停办设施不齐、教学不良、办理不

善等不合法规的学校（韩戍，2020）。在北京，

国际大学（新闻学专修科）、民国大学（新闻

专修科）被勒令停办，即使新闻教育办得有声

有色的平民大学因考核不达标，于 1930 年被

降格为平民学院，后又因不符学院立案标准，

最终在 1934 年被迫停办。在上海，光明大学

（新闻专修科）、江南学院（新闻专修科）、国

民大学（新闻学系）先后遭到关闭（新闻报：

1934）。 民治新闻学院始则被降格为民治新

闻专科学校，继而按要求再降格为民治新闻补

习学校。顾执中坚决不从，但“不得不采取半

地下的方式”，减少招生规模和人数，从每年

招生两次减为一次，从每班 40 人减为 20 人，

凭借租界为掩护惨淡经营（顾执中，1987：

338-339）。圣约翰大学因拒绝向南京政府立

案，“一度成为教会大学中唯一未立案者”，其

新闻学系发展亦受影响，导致此后经年“停滞

不前”（周婷婷，2017）。尽管南京政府的整顿

工作确实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高等教育的办学

质量和社会声誉，但是也伤害了个别颇具特色

的新闻院系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态势。

1924 年，中国新闻高等教育起步方始，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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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萍在《东方杂志》撰文感叹道，“所谓‘新闻学’

者，乃尚如婴儿之未学步”（邵飘萍，1987）。

此后经年，报界与学界携手合作来发展新闻教

育并取得长足进步，奠定了中国现代新闻高等

教育的始基。但是，由于学界过于依赖报界存

在结构性缺陷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致使新

闻院系在教育场域之中形成一个资本薄弱、位

置边缘，与主场域结构结合松散的次场域，而

在南京政府对报界和学界的严厉规制之下，新

闻院系这个次场域变得更加飘摇和逼仄。这导

致不仅到了本研究时限的 1937 年，即使到了

1940 年代末期，新闻学仍然“是最幼稚的一门

科学”（储玉坤，1948/2010）。新闻教育摆脱

幼稚，依旧任重道远、道阻且长。■

	 相关中国报馆俱进会的相关考证和详细讨论参见白华康（2020）。《民国时期新闻专业大学生的校园生活（1921-1937）》。目前学界关

于民国新闻教育的研究多为探索新闻院系的历史沿革、教学理念、师资风采、课程设置、学生培养以及办学特色等个案考证或者通史研究，

尽管这些研究也会涉及新闻教育与其历史语境的关系，但是后者通常只是前者虚化而模糊的背景。除少数几篇讨论中外新闻教育交流

的研究之外，采取系统视角着重考察新闻教育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群体复杂互动的研究尚为鲜见，亟待加强。为此，本研

究主要借鉴布尔迪厄资本与场域的理论视角，来探究新闻记者与新闻院系错综细腻的互动关系及其利弊交织的合作效果。

	 本文统计的新闻院系指的是开办有新闻专业本科和专科教育的大专院校，不包括仅开设新闻课程的大学，如大夏大学报学科、光华大

学报学科等。“科”在民国时期一是指学科，二是指课程，“报学科”通常指的是新闻课程，并不是新闻专业、新闻学系。以往许多研

究者在梳理民国新闻教育史时忽略了这一点，导致将许多仅是开设新闻课程的大学误认为是开设新闻学系，夸大了民国新闻教育的规

模和影响。对此作出详尽辨析和全面统计的资料可参见白华康（2020：24-26）。《民国时期新闻专业大学生的校园生活（1921-1937）》。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尽管抗战前共先后创办了 16 所新闻院系，但在这些新闻院系中，厦门大学新闻学部存在时间短暂，圣约

翰大学报学系与中国记者合作极少，此外，上海的南方大学报学系及报学专修科、国民大学报学系、光明大学新闻专修科，江南学院

新闻专修科，以及北京的民国大学新闻专修科、国际大学新闻学专修科或存在时间短暂，或规模太小，甚至不甚正规，皆因史料不足，

无法深入研究，所以本文所讨论的新闻院系主要集中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平民大学报学系、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上海的复旦大

学新闻学系、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专修科、上海商学院新闻专修科、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以及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等八所院校。

本文研究的时限为民国新闻教育发轫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抗战不仅给中国的新闻教育带来空前的创深痛巨，而且也使新闻记者与新

闻教育的互动和结构呈现出新的变化和特征，这有待另文申论。

	 民国时期，无论是记者的媒体就职状况还是他们在新闻院系兼职情况都流动性较高，尽管关于民国新闻教育的论文和论著数以百计，

但是谈到任何一所新闻院系教师队伍时，都是概述其整体状况，忽略了其中人员流动变化情况。为了更细致地呈现出记者在新闻院系

兼职的动态变化，本研究尽可能详尽地罗列出记者在新闻院系兼职时的年份以及当时的供职单位。但是由于本文是宏观性探索，而非

个案研究，所以无力全面完成这项工作，只能挂一漏万，重在藉此展示出记者在新闻院系兼职的高度流动性。据不完全统计，新闻院

校记者兼职教师的基本情况如下，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申报》赵君豪（1927、1929，撰写有在民国时期公开出版的新闻学著作或编辑

过相关文集，以下简称“有著作”）、马崇淦（1929）、钱伯涵（1930，有著作），《时事新报》陈布雷（1928）、潘公展（1929）、周孝

庵（1929，有著作）、黄天鹏（1930，有著作），《新闻报》郭步陶（1930、1935，有著作）、章先梅（1935），《民报》及“中央通讯社”

陈万里（1935）；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专修科：《时事新报》汪英宾（1931）、“四社”张竹平（1931-1935）、“申时电讯社”宋哲夫（1935）、

《大晚报》汪倜然（1935）、《申报》孙恩霖（1935）；上海商学院新闻专修科：《申报》赵君豪（1933）、钱华（1933）、孙恩霖（1933，

有著作）；南方大学报学系及报学专修科：《申报》汪英宾（1924-1925）、《时报》戈公振（1924-1925，有著作）；国民大学报学系：《申报》

张继英（1925）、《时事新报》潘公弼（1925，有著作）、《商报》陈布雷（1925）、潘公展（1925）、《时报》戈公振（1925）；民治新闻

专科学校：《新闻报》严独鹤（1929）《新闻报》顾执中（1929-1937）；江南学院新闻专修科：《晨报》陶百川（1933，有著作）。北京

平民大学报学系：《京报》邵飘萍（不详，有著作）、吴定九（不详，有著作）、徐凌霄（不详，有著作）、徐一士（不详，有著作），《益

世报》王小隐（不详）；燕京大学新闻系：《晨报》陈博生（1935）、许兴凯（1935），《世界日报》张友渔（1934-1937，有著作）、张

友彝（1932-1933），《大公报》孙瑞芹（1932-1933）、《实报》管翼贤（1932-1933，有著作），张继英；民国大学新闻专修科：《世界

日报》曾铁忱（1933 年春至夏任经济系主任兼任新闻系主任）、张友渔（1933-1935），《北洋画报》吴秋尘（1933-1935）、管翼贤（1935）、

林仲易（1935）、萨空了（1935，有著作）、《大公报》王文彬（1935，有著作）、高纯斋（1935，当时经历不详，后曾任《时事新报》

总编辑）。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上海报纸数以百计，但是各校聘请的记者兼职教师仅局限在上海四大报，以及《商报》、《晨报》、《民报》、

中央通讯社等八家知名报社，并且八家报社的记者总计亦有数百人之众，但是能站上新闻院系讲台的仅十数人而已。北京情况，亦是如此，

主要集中在京津六家大报社的十余位记者。本文讨论的记者也主要是上述的二十余位曾在高校兼任教师的记者（上述统计材料来源于，

《南大聘定各系主任》，《申报》1925 年 1 月 29 日；《南方大学及附属中学近闻》，《申报》（上海）1925 年 1 月 10 日；《新闻教育机关概况》，

《报学季刊》1935 年第 2 期，第 115-116、117-119、119-122 页；《新闻教育机关概况》，《报学季刊》1935 年第 3 期，第 147-148；

《本院专修科	新闻学会联欢会志盛》，《国立上海商学院院务半月刊》1934 年第 8 期，第 161 页；周婷婷：《圣约翰大学新闻教育的历程》，

《新闻大学》2017 年第 4 期，第 124-131 页；梁德学、马凌：《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孕育、创建与早期建设（1924-1931）》，《新闻大学》

2019 年第 10 期，第 106-122 页；徐玉芬：《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办学特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白华康：《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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